
 
DOI: 10.16538/j.cnki.fem.2019.06.005

组织情绪能力：概念、测量、前因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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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情绪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层次，没有进一步分析和回答复杂环境下组织层次

的“情绪能力”相关问题。组织情绪能力是组织层次情绪能力和情绪构面组织能力研究的新型主

题，具体表现为认同动态性、和谐动态性、体验动态性、游戏动态性、表达动态性、鼓舞动态性六

个层面。本文通过文献梳理，首先在分析了组织情绪能力的形成、概念内涵、结构与测量基础

上，从资源视角、情绪视角与刺激—反应视角阐释其理论基础；其次，基于前置要素、后效变量

及边界条件三方面内容构建了一个组织情绪能力整合分析框架；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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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诺基亚为什么会失败？组织管理实践普遍将其原因归结为技术革新慢、沾沾自喜或领导者

的预见性决策不具前瞻性等。但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战略学教授Huy与76位高管访谈

发现，诺基亚之所以会败走麦城，其内在根本在于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中蔓延的恐惧感使得企业

具有惰性，进而无力应对快速的市场变化。而企业领导者的这种组织畏惧（organizational fear）
使得他们创新无力、集体蒙蔽。为了减少恐惧负面效应大于积极效应的风险，组织领导者应该

在组织中发展出一种集体情绪能力（emotional capability），与集体中各种情绪保持协调，并能

够识别集体中的不同情绪。但传统情绪研究始终将其建构在心理学领域的个体层次，如情绪劳

动（Hochschild，1983）、情绪智力（张辉华，2014；Belfanti，2017）、情绪激活（Amabile等，2005），
进而忽略了组织层次情绪问题。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组织内工作复杂性逐渐增加，情绪工作研究也逐渐由个体心理

体验拓展至社会交际情境。Shlomo（2008）等学者认为，情绪虽是一种内在心理体验，但具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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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社会学双重特质，它可以像作用于员工一样，作用于组织。且组织是由不同情绪的个体

组成，其渗透于组织工作场所的各个方面，进而组成了组织生活的重要部分（Ashforth和
Humphrey，1995）。而Huy（2005）进一步指出，该组织情绪可以对组织内的创造创新活动提供情

绪动力或情绪障碍。

西方学者从20世纪末就开始关注组织情绪能力构念，并将组织作为一个“活体”，认为组织

能释放一种群体情绪能量（emotional energy），而与之相关的引导和调控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

组织能力。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对组织情绪能力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探讨，尚处于概念框架完善

阶段，这直接影响着未来组织情绪能力的实体化研究。

鉴于此，本文在文献回顾基础上，着重聚焦于四方面内容：首先，本文对组织情绪能力的形

成、概念内涵进行了梳理与界定，构建了组织情绪能力形成框架，并基于Huy（1999）的研究、

Akgün等（2007，2008，2009，2011）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孙锐（2017）的研究归纳与推演了组织情

绪能力的测量工具发展与形成。其次，基于现有组织情绪能力相关研究，从资源视角、情绪视角

及刺激—反应视角三方面评介了该构念的理论基础，其中资源视角体现为资源基础理论和资

源保存理论，情绪视角体现为情绪能力理论和情绪事件理论，刺激—反应视角体现为SOR理
论。再次，从个体、团队与组织层次出发，探讨了组织情绪能力的前置要素、后效变量与边界条

件，并构建了一个组织情绪能力整合分析框架。最后，从修订量表、拓展实体化研究、强化本土

化研究三方面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促进组织情绪能力的实体化研究。

二、  组织情绪能力的形成、概念与测量

（一）组织情绪能力的形成

组织情绪研究表明，组织情绪的形成需要经过两个过程，分别是组织内部场景互动过程与

组织内部情绪螺旋过程（孙锐和张文勤，2015）。首先，组织情绪内部场景互动过程严格根植于

员工间的情绪互动。根据Hareli和Rafaeli（2008）等学者的情绪循环模型，不同个体间会发起情

绪资源传递活动，而该活动的实质就是情绪资源在不同个体间的刺激—认知—反应过程，进而

触发某个或某类情绪事件，并不断经过情绪资源个体间不同的认知方式加工，进而影响着组织

整个场景的情绪互动。其次，组织内部情绪螺旋过程严格根植于情绪个体组成的情绪单元的交

际过程。组织是由具有不同情绪的个体组成（Ashforth和Humphrey，1995），个体单元内的情绪

事件触发，会在个体单元间被持续感知、体验和传播，并启动组织内的各种人际交互进程

（Elfenbein等，2007），进而在该进程中以情绪聚合、分享与传染等机制形成共享集体性情绪，且

该集体性情绪具有隐含性特征，不易被察觉，但可以被有意引导（Barsade和Gibson，2007）。
如图1所示，组织情绪能力对组织内部场景互动与组织内部情绪螺旋间关系的干预过程，

也是组织内部场景互动、组织内部情绪螺旋重建与平衡的过程，三者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同

时发生的。组织情绪资源由组织内部场景互动或者情绪事件触发，通过情绪整合、感染等程序

对组织内部情绪螺旋进行有意引导和干预，而组织内部情绪螺旋为组织情绪能力提供了反馈

信息，组织情绪应用能力为组织情绪螺旋进程、周期、螺旋属性集聚提供了动力。同时，组织内

部情绪螺旋也为组织内部场景互动和下一个关键情绪事件触发奠定了条件，由此完成了组织

内部情绪螺旋到组织情绪能力的过程。

（二）组织情绪能力的概念

组织情绪能力（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OEC）是一种组织感知、理解、监测、调

整和利用组织情绪资源及在组织结构、惯例和流程中引导、体现其情绪的能力（Akgün等，

2007）。它既涉及情绪层面的组织能力，也涉及组织层次的情绪能力。组织层次的情绪能力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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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层次的情绪能力不同，它是一种描述组织情绪经历、惯例、结构、流程的能力类别，是组织心

智模式的具体体现。同时，情绪构面的组织能力与知识、整合、市场等常规层面的组织能力不

同，前者是一种主动组织能力，是组织主动建构、集成、引导的，可以直接引导其投入具体的创

新活动中；后者是一种被动组织能力，是组织在需求导向下建构的。组织情绪具有潜在性、内隐

性和感染性特征，它严格根植于组织社会互动网络中，是一种难以模仿、不可替代、价值性和稀

缺性的组织资源（Akgün等，2007）。

组织情绪理论将组织情绪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其内在基本假设是组织具备接收、调

和、引导、集成、重构、转化与应用该类组织资源的能力（孙锐和张文勤，2015），其框架中不同的

情绪模式、情绪表达与组织惯例形成了不同的情绪状态，而情绪状态的使能差异性反映了组织

唤起该类情绪状态的行为能力，并构成了组织情绪能力多维度的情绪动态性，主要包含认同动

态性、和谐动态性、体验动态性、游戏动态性、表达动态性、鼓舞动态性六个层面（Akgün等，

2007）。不同层面的情绪动态性表示组织集成、协调和应用内部员工在组织场景互动与情绪螺

旋中情绪资源的方式不同。其中认同动态性是指组织具有一种使员工对组织的身份情感认同

与依恋的能力；和谐动态性是指组织具有一种使不同情绪认知的资源主体紧密结合的能力；体

验动态性是指组织具有一种深层次识别与理解组织内部资源主体的情绪认知方式、并能作出

积极回应的能力；游戏动态性是指组织具有一种塑造容错环境的能力；表达动态性是指组织具

有一种营造内部资源主体自由表达情绪、传递情绪资源环境的能力；鼓舞动态性是指组织具有

一种为资源主体带来积极情绪资源和释放员工工作激情的能力（Akgün等，2008）。
（三）组织情绪能力的测量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组织情绪能力的研究仍集中于概念框架完善阶段，关于组织情绪能力

的测量研究较少，这严重制约了将其作为一种实体进行实证化研究。纵观现有研究，有关组织

情绪能力测量的研究主要源于Huy（1999）、Akgün等（2007，2008，2009，2011）及其合作者与孙

锐（2017）的研究。

1. 基于Huy（1999）的研究。Huy（1999）基于个体情绪状态（emotional state）提出了组织情绪

能力六维结构框架，分别是基于同情（sympathy）表达的和谐动态性（dynamics of reconcilation）、
基于共情（empathy）表达的体验动态性（dynamics of experiencing）、基于爱心（love）表达的认同

动态性（dynamics of identification）、基于兴趣（fun）激发的游戏动态性（dynamics of
playfulness）、基于真实情感（authentic feeling）激发的自由表达动态性（dynamics of display
freedom）及基于希望（hope）激发的鼓舞动态性（dynamics of encouragement）。但其只阐释了组

织情绪能力框架中各个层次情绪动态性的内涵，并未给出详细的测量条目。

2. 基于Akgün等（2007，2008，2009，2011）及其合作者的研究。Akgün等（2007）及其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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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组织情绪能力形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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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uy（1999）提出的内涵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并形成了以自由表达动态性（3个条目）、认同动

态性（4个条目）、体验动态性（5个条目）及和谐动态性（5个条目）为内容的组织情绪能力四维结

构量表。Akgün等（2008）及其合作者在Huy（1999）、Akgün等（2007）基础上，对量表进行了拓展

和调整，形成了以游戏动态性（3个条目）、认同动态性（3个条目）、鼓舞动态性（3个条目）、和谐

动态性（5个条目）、体验动态性（5个条目）及自由表达动态性（2个条目）为内容的组织情绪能力

六维结构量表。Akgün（2009）及其合作者基于Huy（1999）提出的理论框架重新对量表进行了鉴

定，形成了新的六维结构量表，分别是鼓舞动态性（3个条目）、自由表达动态性（3个条目）、游戏

动态性（3个条目）、体验动态性（4个条目）、和谐动态性（3个条目）及认同动态性（2个条目），且

在具体的测量条目内容上也做了全新的改变。至此，形成了组织情绪能力的正式六维结构量

表，且在Akgün等（2011）及其合作者的软件企业研究中具有高水平的信效度。

3. 基于孙锐（2017）的研究。孙锐（2017）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汇总了各种测量条目，运用中

国科技企业样本对组织情绪能力量表的六维结构的27个条目进行了重新结构测量。最终形成

了包含表达动态性（3个条目）、体验动态性（5个条目）、和谐动态性（3个条目）、认同动态性（3个
条目）、鼓舞动态性（2个条目）及游戏动态性（3个条目）的中国情境六维结构量表。但其量表测

量严格限制于科技企业。

纵观已有的组织情绪能力结构测量文献发现，组织情绪能力量表在维度构成方面基本趋

于一致，但在普适性方面尚待检验。在不同性质的组织中，可能由于组织行业环境差异，而致使

其测量维度、条目等具有权变性。

三、  组织情绪能力的理论视角

国内外学者研究组织情绪能力时，其理论主要聚焦于资源视角、情绪视角和刺激—反应视

角三方面。

（一）资源视角

资源视角强调组织情绪是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在一定情境或条件下具有保存或转化功

能。组织情绪能力研究聚焦于资源视角可以体现为两种理论，分别是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
based theory，RBT）和资源守恒（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COR）。首先，资源

基础理论强调组织是一系列独特资源聚合体，其发展的实质是独特资源的集成与发生作用的

过程。Boloton（2005）和Fineman（1993）认为情绪是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它代表了组织激励和

竞争潜力，其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和难以模仿性特征。其次，资源守恒理论是由

Hobfoll（1989）提出的，它认为资源主体具有努力获取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动机，资源的保护欲

望会受到环境需求、资源供需间的调节关系影响。当资源主体意识到自身资源价值存在实际或

者潜在的损失时，就会出现情绪波动，并将其视为一种威胁；如果资源主体损失的情绪资源不

能及时得到补给，便会出现反生产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双螺旋模型，即资源增益螺

旋（gain spiral）和丧失螺旋（loss spiral）。而孙锐和张文勤（2015）及其合作者基于资源增值螺旋

原理，提出了组织情绪能力的三个阶段，即组织内部场景互动到内部情绪螺旋阶段、组织内部

情绪螺旋到情绪能力形成阶段及组织情绪能力转化为其他资源形式阶段。

（二）情绪视角

相较资源视角，情绪视角更强调情绪在组织中的触发效应和渲染作用，它更注重情绪的持

续性。聚焦于情绪视角的组织情绪能力研究体现于情绪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 theory，AET）
和情绪能力理论（emotional capability theory，ECT）。首先，情绪事件理论是由Weiss和
Cropanzano（1996）提出，其核心观点是员工所处工作环境特征（work environment features）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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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影响其个体行为，而会引发各种情绪事件（work event）发生，刺激个体情绪反应影响个

体态度和行为，进而形成“情绪—态度—行为”循环链条。Weiss和Cropanzano（1996）认为情绪

反应影响行为存在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影响行为，称作情绪驱动行为（affect-driven behaviors），
二是通过态度影响行为，称作判断驱动行为（judgment-driven behaviors）。组织是由不同情绪的

个体组成，其通过感染、体验、传播等过程渗透于组织生活的每个场所，进而触发情绪事件，形

成“事件—态度—行为”循环链条。遵从情绪事件理论逻辑，孙锐和张文勤（2015）认为情绪事件

的渲染和传播过程在人际交互进程中扮演着社会信号角色，并通过形成共享的集体性情绪影

响着组织运作流程，进而提出了组织内部情绪动态螺旋模型，形成了个体情绪事件向组织层次

情绪的螺旋效应。其次，情绪能力理论是基于情绪事件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的结合体。它是由

Huy（1999）针对特定组织变革提出的，认为组织是一个基于激励、学习、变革的情绪资源聚合

体，可以运用情绪能力整合、集成、引导组织内部情绪，并为组织管理和发展服务。该理论也是

Akgün等（2009）及其合作者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刺激—反应视角

与资源和情绪视角相比，刺激—反应视角更注重情绪在组织变革中的加工过程。刺激—反

应（stimulus-response，S-R）视角是目前组织情绪能力研究中很少应用的研究视角。Mehrabian
和Russell（1974）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认知路径，整合为刺激—认知—反应（stimulus-organism-
response，S-O-R）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资源获得不是刺激—反应机械式、直接式、被动式的，

而是有机体主动地获取刺激并进行加工的认同认知活动。目前该理论多应用于消费行为预测

研究领域。梁阜（2017）及其合作者首次将组织情绪能力作为组织资源转化进程中的资源刺激，

并通过组织承诺等认同认知活动而实现组织创新反应。孙锐和张文勤（2015）及其合作者基于

Hareli和Rafaeli（2008）的情绪循环模型提出的情绪互动过程也纳入了情绪刺激与情绪认知、情

绪反应分析，认为个体间情绪资源的获得会刺激情绪互动主体改变或者有意愿改变情绪认知

方式，且经过情绪资源加工后不等价的反馈给刺激方，并向其周围个体发起情绪互动活动。由

此便形成了一个情绪事件，而多个类似情绪事件的螺旋便形成了共享的集体情绪。

基于以上理论视角分析，本文以表1比较了组织情绪能力各理论视角的异同。从上述三种

理论视角来看，组织情绪能力与成熟理论的整合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尚待未来引入新的视角

与新的理论。

四、  组织情绪能力的前置、后效与边界条件

（一）组织情绪能力的前置要素

鉴于组织情绪能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对于其后效作用分析，目前其前置影响要素的

实证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与Akgün等（2011）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从现有文献看，组

织情绪能力的前置要素主要建构在组织与团队层面，且主要分为领导类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SHRM）和团队效能三类。

表 1    组织情绪能力各理论视角比较

理论视角 关注点 典型理论 代表性文献

资源视角 情绪的资源性
资源基础理论 Akgün等（2008）
资源守恒理论 孙锐等（孙锐和张文勤，2015；孙锐等，2017）

情绪视角 情绪的持续性
情绪事件理论 孙锐和张文勤（2015）
情绪能力理论 Huy（1999）

刺激—反应视角 情绪的过程性 SOR理论 梁阜等（2017）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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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导类型。不同的领导类型对组织情绪能力具有不同的影响。孙锐和李树文（2017）认为

领导—成员交换的实质是领导与下属间的有形和无形工作资源交换，而情绪资源交换是其中

的无形工作资源交换形式，且不同程度的资源交换带来不同的情绪动态性。高质量的交换关系

是以信任、支持为基础的社会交换行为（Garen，1995），该行为中内含着领导与下属间的资源互

惠规范，可以促使形成情绪资源的增值螺旋效应；低质量的交换关系是以雇佣为基础的角色承

担行为，该行为中以领导对员工的经济资源输出为主，进而降低组织情绪资源供给。但该研究

的潜在前提是领导—成员交换是组织资源转化进程中的资源输入端，组织集成、整合、引导及

应用的情绪资源来源于领导与下属间的情感互动。童金根等（2017）和梅强等（2017）的研究则

将领导类型聚焦于转换（变革）型领导，前者针对大型汽车企业开展的案例分析认为，转换型领

导是一种典型的情感性领导，它与组织情绪能力间可以视为一种相互关联的整体，且领导的赋

权授能行为促进了员工情绪一致性；后者针对汽车制造企业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转换型领导

就是通过情绪感染下属内心世界，以智力启示和个性关怀刺激员工有效参与情绪性劳动。

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组织层面的战略资源，旨在为组织提供战

略服务和价值导向。孙锐和赵晨（2016）针对500余家科技企业调研发现，组织情绪能力是一种

与人力资源情感能力密切相关的内部能力，且该能力的强化或减弱取决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的助推或阻碍。更进一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本身内含着组织情绪治理的价值选择与态度趋

向，其中的绩效评估、员工甄选、薪酬福利等管理实践活动需要通过组织情绪事件效应发挥作

用（孙锐，2013）。
3. 团队效能。团队效能是情绪能力构建的重要因素。基于Akgün等（2011）及其合作者的研

究，将团队效能分为团队自主性（team autonomy）、团队成员合作（collaboration among team
members）和团队经验（team experience）。团队自主性激发了以乐观、激情为特质的强烈情绪与

新情感发展，降低了通过标准化程序整合与表达确定的情绪，强化了团队成员间的情感交流，

这更益于软件项目团队中的情绪应用。团队成员合作增进了团队成员间的真实情感分享，尤其

创造了彼此情绪反映的空间关系，且成员彼此控制着交流频率（communication flow），这促使

团队成员更愿意和有能力通过自省、直接沟通等方式识别、处理自己及他人的情绪波动。团队

经验的深度（depth）与广度（variety）被认为是促使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Koc，2007）。团队成员

凭借自己先前的经验可以快速的整合与解释现有情绪，更好的推进情绪社会化和内在化活动。

Kelly和Barsade（2001）等学者进一步指出，团队情绪经验是团队特定情绪历史的一部分，且该

情绪历史深刻影响着团队成员间的情绪表达期望和互动行为。

（二）组织情绪能力的后效作用

组织情绪能力的后效作用研究主要建构在组织与个体两个层面，聚焦于创新创造、组织学

习和组织效能三类。

1. 创新创造。组织创造创新活动的本质是一种情绪性劳动（孙锐和张文勤，2015；Amabile
等，1996）。Akgün等（2007）等学者针对100余家综合企业调研发现，以自由表达、体验、和谐和

认同动态性为内部测量维度的组织情绪能力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该影响作

用并不是直接式的，而是通过以知识转移、知识整合、管理承诺等为测量内容的组织学习能力

间接影响的，并进一步指出当组织情绪管理行为与问题解决、知识传播能力相匹配时，组织能

表现出比竞争者更强的产品创新意愿。Akgün等（2009）等学者基于组织情绪能力各维度检验

显示，鼓舞和体验动态性对产品和流程创新更具显著作用，而自由表达动态性只对流程具有显

著作用，而其他层面情绪动态性则并不能促进产品和流程创新。综合以上两项研究可以发现，

组织情绪能力中的情绪表达和感同身受成分更能推动组织的流程革新和产品迭代升级。而孙
 

6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6期）



锐和赵晨（2016）聚焦于中国科技企业研究发现，组织情绪能力不仅对产品和流程创新具有驱

动效应，而且对管理系统优化创新也具有积极作用，且与管理创新的契合度更优于流程创新。

由此可见，相较流程创新，组织情绪能力中的情绪表达与体验成分对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更具

推动作用。

孙锐和李树文（2017）聚焦于不同行业的科技企业比较研究发现，行业情境性对组织情绪

的应用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在生物医药行业组织情绪能力并不能促进员工创新行为，而在软件

服务、电子通讯、机械制造、化工食品等行业内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但其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化

工食品行业的驱动效应是通过内部决策参与实现的，而机械制造行业的驱动效应是通过外部

信息搜集等互动形式实现的，这进一步表明行业间组织情绪能力的创新驱动效应的作用路径

存在差异性。童金根等（2017）和梅强等（2017）进一步以汽车制造行业为调研对象，佐证了组织

情绪能力对组织创造力和创新行为的显著影响作用，并指出该作用是在集体主义等组织文化

情境下的结果。由此可见，组织情绪能力的创新创造驱动效应及其驱动路径会因行业特征不同

而具有差异性，但究其关键在于行业间的文化情境具有差异性。

2. 组织学习。组织学习的本质是一种行为，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学习能力，而是依赖于组织

成员以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知识汲取进行学习。根据情绪事件理论，组织情绪事件对组织学

习行为具有显著影响（Weiss和Cropanzano, 1996）。Akgün等（2009）等学者阐释了组织情绪能力

对以管理承诺、系统视角、开放和实验、知识转移和知识整合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学习能力具有

显著影响，尤其当组织具有促进员工真实表达情绪而不担心被指责、自由选择探索方式的能力

时，组织才能促进员工决策参与、个体间知识和信息转移以及工作流程、程序和方法优化。孙锐

和赵晨（2017）认为组织情绪能力对组织学习的影响关键在于，组织情绪能够作为一种规范行

为逻辑、共享价值信念的深层组织结构对组织知识互动、反馈产生积极作用。而在现有的组织

学习机制下，一种支持性的情绪状态可以为组织塑造外部适应柔性、更新内部知识结构与动态

搜寻外部知识资源提供便利条件（Zhou和George，2003）。更进一步，孙锐和李树文（2017）基于

Alegre（2008）等学者的组织学习能力维度划分标准，将组织学习分为外部学习和内部学习两

条路径，外部学习注重知识共享、收集与交换，内部学习注重知识优化、整合与升级，但相较以

外部互动为主的外部学习，组织情绪能力对以决策参与为主的内部学习具有更强的解释度。综

上可见，组织学习是组织情绪能力的关键后效变量，但该作用在组织内部学习方面体现得更为

明显。

3. 组织效能。借鉴Akgün等（2008）、Akgün等（2011）等学者的研究表达，将市场成功

（market success）、市场速度（speed-to-market）、组织绩效统称为组织效能（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组织绩效是一种组织资源应用的结果变现，而组织情绪是一种重要的组织资

源，可以通过情绪资源集成、整合、应用等情绪能力转化为其他资源形式，进而获得绩效均势

（孙锐和李树文，2017）。但部分学者指出，情绪能力的后效作用不能仅限于绩效结果研究，而应

拓展至其他组织结果（Jordan和Troth，2004）。Akgün等（2011）等学者将市场成功定义为一种组

织对市场份额、管理者、客户、投资回报等方面的期望，认为情绪能力可以推动团队合作与竞争

行为，增进团队成员交流，减少关系冲突风险，以激发团队成员的信息交换意愿，进而促进市场

成功。同时，基于Collins（1990）的情绪能量框架，情绪能力可以为团队社会化互动过程提供情

绪能量，以激发团队情绪氛围、增进知识资源重构与加快产品迭代升级，进而推进产品市场化

速度（Akgün等，2011）。
（三）组织情绪能力的边界条件

鉴于组织情绪能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乏将其作为一种实体进行实证化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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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内外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前因和后果，鲜有探讨其边界条件。在仅有的几项研究中，本文将

其划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方面。

1. 内部环境。组织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部环境，有组织文化环境、员工心理环

境等。童金根等（2017）将集体主义作为制造型组织文化环境的重要表征，认为当高集体主义导

向下，员工会将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优先将自身资源投入到工作中，并持续调整和重塑组

织假设与组织判断，强化个体对组织的情感认同，推进情绪资源在组织资源转化中的“使能化”
进程，进而形成资源的增值螺旋；而低集体主义导向下，员工的资源保存意愿较强，内部情感交

流较少，进而形成资源的丧失螺旋（Hobfoll，1989），尤其当组织资源难以满足员工个体情绪需

求时，员工更易于表现出反生产行为。更进一步，该现象在部门间同样明显，部门与部门间作为

人格化后的利益主体，其心理安全深刻影响着情绪、知识等资源共享进程（Fruin，1997；孙锐和

赵晨，2017）。与此同时，孙锐和赵晨（2017）研究表明，相比于组织承诺低的个体，组织归属感强

的员工更易于在组织情绪资源转化进程中表现出更高的配合度和参与度。

2. 外部环境。目前环境不确定性已然成为组织发展常态（陈春花和刘祯，2017），且在剧烈

的动态与竞争环境下，组织更需要情绪能量引导，以应对情景动态性与资源威胁性（孙锐和张

文勤，2015）。Akgün等（2008）等学者研究表明，在客户、市场与行业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情绪

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但该影响在产品创新绩效方面具有差异性，其中在体验动态性

与产品创新绩效间发挥倒U形作用，在自由表达动态性关系中发挥正U形作用，而在其他情绪

动态性关系中发挥正向线性作用（Akgün等，2009）。孙锐（2017）等学者进一步将动态与竞争作

为复杂外部环境的主要表征，发现环境动态性的积极效应贯穿于整个组织情绪资源转化进程，

而环境竞争性则只在资源转化的单一环节发挥正向作用。综上可见，组织情绪能力的边界条件

探索需要在不同层次情绪动态性、组织内外部环境、外部多元环境间推进。相较低度不确定环

境下，高度环境不确定性更能为组织资源转化进程带来资源威胁性，刺激组织调用周边一切资

源，尤其组织情绪资源，增加战略确定性、计划精确性和多元技能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组织情绪能力整合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由此可知，既有文献

对组织情绪能力可能带来的组织结果和个体结果，以及导致组织情绪能力的组织因素和团队

因素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探讨。但鲜有研究关注组织情绪能力的前置个体因素、后效团队因素及

何时会产生以上影响的边界条件，这也是未来值得重点探讨的方向。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组织情绪能力的形成、概念内涵、结构测量、理论视角、前因、后果与边界条件等

多个方面进行归纳与总结，以期对未来将组织情绪能力拓展至新理论、新领域、新行业有所启

示，尤其为以本土情境限定为主要特征的组织行为3.0时代研究提供依据。具体而言，本研究主

要得出以下四方面结论：

首先，借鉴既有研究，本文阐释了组织情绪能力形成的两个过程，即组织内部场景互动过

程和组织内部情绪螺旋过程。其次，结构测量方面，现有研究对组织情绪能力的测量主要源于

Huy（1999）、Akgün等（2007，2008，2009，2011）及其合作者与孙锐（2017）的研究，分别有四维度

和六维度两种划分方式，具体的测量维度和测量条目体现出一致性。但整体而言，测量工具开

发及其验证主要限于软件、研发等科技行业。再次，理论视角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用资源视角和

情绪视角，尤其多采用资源守恒理论（孙锐和李树文，2017）和情绪能力理论（Huy，1999），少数

研究也涉及刺激—反应视角（梁阜等，2017）。但整体而言，组织情绪能力研究涉及的成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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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最后，组织情绪能力的前置要素主要限于组织与团队层次变量，尤其体现于领导类型；而

后效因素主要限于组织与个体层次变量，尤其体现于创新创造类，鲜有涉及个体层次前置要

素、团队层次后效变量、其他类型变量及其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综上所述，组织情绪能力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后续研究完善与拓展。

（二）研究展望

纵观现有文献，组织情绪能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其前因、后果及内在结构尚待进

一步探讨。

1. 验证或修订组织情绪能力量表。虽然组织情绪能力构念被Huy（1999）在发表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的文章中提出，但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尤其鲜有发表在国际

高质量学术期刊（如Academy Management Journal）的实体化研究。该现象的存在与其测量工具

有着密切关系。目前组织情绪能力的量表主要源于Akgün及其合作者载于Technova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gement等期刊上的文章，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量表。同

时，孙锐（2017）发表于《科研管理》上的组织情绪能力结构测量文献仅仅局限于科技企业。为

此，未来需要着重拓展三方面研究：一是设计与开发更具影响力的新量表；二是在不同文化背

景下、不同行业类型中验证和修订Akgün及其合作者、孙锐（2017）等学者的量表，使组织情绪

能力测量和概念界定更加准确；三是目前组织情绪能力量表的测量条目较为混乱，如鼓舞动态

性中的“管理者们鼓励员工充分释放自己的热情”，这属于员工评价组织，而和谐动态性中的

“组织有能力将两个看起来十分对立的人结合起来，共同工作”，这属于管理者评价组织。但现

有研究均从员工视角出发评价组织情绪动态性，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建议后续研究区分组织

情绪能力不同层次情绪动态性的调研对象，或修订测量条目。

2. 拓展组织情绪能力实体化研究。鉴于组织情绪能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在不同情

境下开展实体化研究。虽然目前学者们从组织、团队、个体等不同层面开展了组织情绪能力的

组织情绪能力

认同动态性
和谐动态性
表达动态性
鼓舞动态性
体验动态性
游戏动态性

组织因素

领导—成员交换
转换型领导
SHRM

团队自主性
团队成员合作
团队经验

前置要素

个体因素
员工创新行为、组织学习
外部互动、决策参与

组织因素
组织绩效、组织创造力
组织创新、产品创新
流程创新、市场成功

市场速度

后效变量

边界条件

集体主义、组织承诺
环境动态性、环境竞争性

部门间心理安全

理论视角

资源视角（RBT，COR）
情绪视角（AET，ECT）
刺激—反应视角（SOR）

团队因素

 
图 2    组织情绪能力整合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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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后果及边界条件研究，但仍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未来可以在以下四方面予以探索：第

一，将组织情绪能力作为组织资源转化进程的边界，尽管梁阜等（2017）及其合作者以组织刺激—
反应视角做出了尝试，但关于什么样的组织和员工需要组织情绪动态建构及组织情绪动态建

构在组织资源转化链条中发挥着怎样的协调作用，仍不得而知。第二，将组织情绪能力实体化

研究拓展至其他行业领域，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软件研发、电子通讯等科技企业。但根

据个体层次情绪研究成果显示，服务行业更具情绪动态性（刘朝等，2014）。那么组织层次情绪

动态是否在服务行业中同样明显呢？有待未来研究检验。第三，虽然当下部分研究将组织情绪

能力的不同层次情绪动态性区分开来，但根据Huy（2002）的理论研究显示，情绪动态性间存在

平衡机制，且该平衡机制对组织变革具有重要影响。为此，本文建议后续实体化研究可以根据

王凤彬（2012）等学者提出的平衡计算方法测算不同情绪动态性间的平衡效应。第四，鉴于组织

情绪能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既有文献仅仅聚焦于组织层面与团队层面的前置要素，及组织

层面与个体层面的后效要素。但组织情绪能力的形成源于个体间情绪互动，个体层次要素对组

织情绪能力必然具有重要影响；同时，组织情绪在单元间的螺旋能力也可能对团队等小单元群

体结果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均需要未来研究深入剖析。

3. 加强组织情绪能力本土化研究。当前我国企业正处于环境剧烈变革与调整时期，员工管

理正趋于资源自由化阶段，不同利益主体均希望自身的资源需求得到满足。而在此背景下，集

成与应用组织内部情绪能量显得更具迫切性。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情动于中，必外化于

形”的认识，不同层次情绪动态性深刻影响着组织行为、组织战略及组织惯例，且中庸思想以平

衡作为一切活动的最终本质。为此，在中国中庸思维情境下，探索不同情绪动态性的平衡机制

更具现实意义。此外，中国圈子文化氛围浓厚，不同关系质量的领导—成员、组织—成员间可能

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资源流动（孙颖等，2017）。那么，组织情绪能力中是否存在部分情绪动态性

（如认同动态性）适用于圈内（in-group）员工，而部分情绪动态性（如表达动态性）适用于圈外

（out-group）员工？两种员工间的情绪资源集成和整合机制是否存在差异？这尚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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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Concept,
Measurement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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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inese Academy of Personnel Science, Beijing 100101, China）

Summary:  The existing studies, focused on emo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re inadequat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capability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especially on the analysi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AET （Affective-Event-Theory）, triggered by specific events,

 

组织情绪能力：概念、测量、前因与后果
69

http://dx.doi.org/10.1177/001872679504800201
http://dx.doi.org/10.5465/amp.2007.24286163
http://dx.doi.org/10.1108/IJPSM-10-2016-0182
http://dx.doi.org/10.1108/IJPSM-10-2016-0182
http://dx.doi.org/10.1007/s10919-007-0033-7
http://dx.doi.org/10.1016/j.riob.2008.04.007
http://dx.doi.org/10.1016/j.riob.2008.04.007
http://dx.doi.org/10.1037/0003-066X.44.3.513
http://dx.doi.org/10.5465/amr.1999.1893939
http://dx.doi.org/10.2307/3094890
http://dx.doi.org/10.5465/amj.2012.0074
http://dx.doi.org/10.1207/s15327043hup1702_4
http://dx.doi.org/10.1006/obhd.2001.2974
http://dx.doi.org/10.1006/obhd.2001.2974
http://dx.doi.org/10.1016/S1048-9843(03)00051-1
http://dx.doi.org/10.1177/001872679504800201
http://dx.doi.org/10.5465/amp.2007.24286163
http://dx.doi.org/10.1108/IJPSM-10-2016-0182
http://dx.doi.org/10.1108/IJPSM-10-2016-0182
http://dx.doi.org/10.1007/s10919-007-0033-7
http://dx.doi.org/10.1016/j.riob.2008.04.007
http://dx.doi.org/10.1016/j.riob.2008.04.007
http://dx.doi.org/10.1037/0003-066X.44.3.513
http://dx.doi.org/10.5465/amr.1999.1893939
http://dx.doi.org/10.2307/3094890
http://dx.doi.org/10.5465/amj.2012.0074
http://dx.doi.org/10.1207/s15327043hup1702_4
http://dx.doi.org/10.1006/obhd.2001.2974
http://dx.doi.org/10.1006/obhd.2001.2974
http://dx.doi.org/10.1016/S1048-9843(03)00051-1
http://dx.doi.org/10.1177/001872679504800201
http://dx.doi.org/10.5465/amp.2007.24286163
http://dx.doi.org/10.1108/IJPSM-10-2016-0182
http://dx.doi.org/10.1108/IJPSM-10-2016-0182
http://dx.doi.org/10.1007/s10919-007-0033-7
http://dx.doi.org/10.1016/j.riob.2008.04.007
http://dx.doi.org/10.1016/j.riob.2008.04.007
http://dx.doi.org/10.1037/0003-066X.44.3.513
http://dx.doi.org/10.5465/amr.1999.1893939
http://dx.doi.org/10.2307/3094890
http://dx.doi.org/10.5465/amj.2012.0074
http://dx.doi.org/10.1207/s15327043hup1702_4
http://dx.doi.org/10.1006/obhd.2001.2974
http://dx.doi.org/10.1006/obhd.2001.2974
http://dx.doi.org/10.1016/S1048-9843(03)00051-1
http://dx.doi.org/10.1177/001872679504800201
http://dx.doi.org/10.5465/amp.2007.24286163
http://dx.doi.org/10.1108/IJPSM-10-2016-0182
http://dx.doi.org/10.1108/IJPSM-10-2016-0182
http://dx.doi.org/10.1007/s10919-007-0033-7
http://dx.doi.org/10.1016/j.riob.2008.04.007
http://dx.doi.org/10.1016/j.riob.2008.04.007
http://dx.doi.org/10.1037/0003-066X.44.3.513
http://dx.doi.org/10.5465/amr.1999.1893939
http://dx.doi.org/10.2307/3094890
http://dx.doi.org/10.5465/amj.2012.0074
http://dx.doi.org/10.1207/s15327043hup1702_4
http://dx.doi.org/10.1006/obhd.2001.2974
http://dx.doi.org/10.1006/obhd.2001.2974
http://dx.doi.org/10.1016/S1048-9843(03)00051-1


organizational emotions can influence employees’ attitude and behavior, and form the “event-emotion-
attitude-behavior-performance” cycle chain. Some studies claim that although emotion is an internal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it has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nd significantly
impacts not only on employees but on organizations, and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assumptions and
judgements can also be influenced consequently. Recently,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city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governance, including
dynamics  of  reconciliation,  dynamics  of  experiencing,  dynamics  of  identification,  dynamics  of
playfulness, dynamics of display freedom and dynamics of encourage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formation,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Emotional capability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is defined as a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to
perceive, understand, monitor, adjust and utilize organizational emotions, and to guide and reflect
organizational emotions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routines and processes.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mainly includes six dimensions, namely dynamics of experiencing, reconciling, identification,
encouragement,  displaying  freedom and playfulness,  and  these  emotional  dynamics  demonstrate
different emotional interactions, cognitive mode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among employees. Secondly, it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At pres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the empirical study of emotional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timulus-response. In this
study,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is made up of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is composed of the affective event theory and the emotional
capability theor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timulus-response is composed of the stimulus-organism-
response theory. Again, the antecedent and outcome variables of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in this study. In the end, the future directions in emotional capability research
are prospected.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 dynamics of emotion; leader-member exchange; 
environmental competitiveness; environmental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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